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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
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

叶生洪,  吴国彬,  郝    爽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企业的品牌促使营销人员对产品和服务赋予标志性的意义，因此营销人员投入

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策略性的品牌管理来进行自身的品牌形象建设。然而，一些品牌接触并不

符合品牌定位策略的常规做法，比如一线员工与顾客的服务接触，现有的文献尚缺乏这方面的

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

影响，并检验了信息处理流畅性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产品涉入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

用。实验一表明，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交互作用会影响顾客品牌态度，信息处理流畅性

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实验二进一步证实，当顾客的产品涉入度低时，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

个性的匹配性会正向影响顾客品牌态度。本文的结论丰富了有关服务接触中员工沟通行为与

品牌构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且能为企业培训员工和提升顾客的品牌态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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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员工在服务接触过程中是代表企业的营销人员，品牌促使营销人员对产品和服务赋予标

志性的意义，因此营销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策略性的品牌管理来进行自身的品牌形

象建设（Park等，1986）。在顾客服务质量感知上，相比于“硬件”因素，如设施、环境等，顾客与一

线员工的人际互动显得更为重要（Aguirre-Rodriguez，2013）。顾客往往通过员工的表现力、礼

仪规范、对顾客的关心程度，甚至员工的外貌体态来评判服务质量的高低。服务接触的任何一

个接触点都会影响顾客的满意程度，因此被定义为重要时刻或者真实瞬间。对于顾客而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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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首次服务接触是形成第一印象的重要时刻，而这第一印象往往又是评价企业整体服务

的衡量标准，会影响满意程度和重购意愿等；对于企业而言，与顾客的每次有效服务接触都是

提升顾客正面服务感知的关键时刻（Zeithaml等，2012）。美国的一项顾客满意度调查表明，员

工的服务水平决定了顾客的品牌喜爱程度。当受访者被要求描述其品牌喜爱度时，他们并没有

过多关注价格、广告、便利等品牌因素，而是重点描述了员工的行为（Berry和Lampo，2004），这
表明服务员工的行为对顾客的品牌偏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尽管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员工行为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但是国内外学者还没有更多

关注到员工与品牌匹配的问题。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关注顾客与品牌之间的关系，强调顾客与品

牌个性相匹配的重要性。虽然顾客和员工的品牌知识都属于同一类品牌识别，但二者的转换形

式是不同的，顾客的品牌知识是一种传播平稳的程序性或显性知识，员工的品牌知识却是一种

受个体主观感受和心智状态影响的主观或者隐性知识（Nonaka和Takeuchi，1995）。相对于顾客

的品牌知识，员工的品牌知识更加繁琐，它的形成和传递取决于员工的经验和技巧，而不是形

式化的。同时，隐性知识更需被关注，因为它是其他类型知识的来源和基础。由于员工的品牌知

识受到自我判断、以往经验等影响，并且员工对品牌内涵的诠释具有局限性，因此其品牌知识

不容易形成、识别和传递，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员工行为往往是形成顾客品牌感知的重要源泉，

当顾客接收的品牌信息与员工行为不匹配时，品牌信任就会很低（邱玮和白长虹，2012）。以上

研究都表明了员工行为与品牌匹配的重要性。因此，对服务接触过程中员工行为与品牌的匹配

性如何影响顾客的品牌态度、品牌信任、品牌忠诚等进行实证检验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基于以上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需求，本研究拟探讨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

品牌态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何种情况下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品牌态度

的影响最大。

二、  研究假设

（一）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

1. 员工沟通行为

根据交际互动所运用的信息模式，沟通分成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两种（Harrison，1982）。
相比于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更能传递出真实而充分的情感（Stiff等，1994），其表达更容易获

得别人的信赖（Burgoon等，1996）。依据信息形成的途径，非语言沟通可分成神情体态、接触行

为、辅助语言、声音表情、举止、外貌着装等（Trenholm和Jensen，1992）。在服务接触过程中，员

工主要通过辅助语言、体态举止、表情着装来与顾客进行非语言沟通，员工和顾客可以通过非

语言沟通来获取各自所需的信息（Sundaram和Webster，2000；金立印，2008）。所以，友好的非语

言沟通能够拉近员工与顾客之间的距离，使彼此更加真诚，从而达成信任（Burgoon等，1996）。
有研究还指出，员工的衣着服饰、面部表情以及外貌对顾客品牌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员工的

神态举止能够拉近与顾客的距离，进而使顾客对产品产生好感（Sundaram和Webster，2000；金
立印，2008）。可见，在服务接触中，员工的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对顾客影响很大，但是鲜有文

献提出员工的沟通行为与品牌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顾客的品牌态度，本研究将尝试完善这方

面的研究。

2. 品牌个性

品牌在很大程度上和人一样，具有独特的个性，但其产生形式又与人的个性不同。以往的

研究还没有给出权威、统一的品牌个性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品牌个性的内

涵。从品牌个性的关联视角，Aaker（1996）提出，品牌个性是与品牌特定使用者相连的人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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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是品牌在建设过程中被赋予的气质与特征，例如企业、员工或者品牌使用者，他们会在品

牌接触过程中将自身的个性气质转移到品牌上。在综合国内外品牌个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

研究以Aaker的品牌个性定义为基础，即品牌个性是与品牌特定使用者相连的人类特性集合，

是品牌在建设过程中被赋予的气质与特征。品牌个性一般会以人性化的特征来展现，源自企业

对品牌本身的定位。

品牌个性是品牌形象和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企业构建卓有成效的品牌定位，

并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具体的沟通策略（Sirianni等，2013）。Aaker等（2004）发现品牌个性会影

响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形成的关系模式及其发展轨迹。Freling和Forbes（2005）发现品牌个性对

产品评价具有积极影响，而且接收到品牌个性信息的被试能够形成更独特、更恰当、更持久的

品牌联想。Louis和Lombart（2010）考察了品牌个性与信任、情感联结、承诺三个主要关系性变

量之间的关系。Sung和Kim（2010）从维度层面讨论了品牌个性对品牌信任和品牌情感的影响，

发现品牌个性的五个维度在对品牌信任和品牌情感的影响效力上存在差异。Swaminathan等
（2009）则讨论了消费者的人际联结风格在品牌个性的影响效力上扮演的调节变量的角色。谢

毅和彭泗清（2012）则通过中外品牌跨行业比较，研究了品牌个性对品牌态度和购买意向的

影响。

在品牌个性的维度和测量方面，“大五”人格模型是比较典型的关于品牌个性维度的探究。

Aaker（1996）基于“大五”人格模型开发出了测量品牌个性的量表（BDS），共有精致、粗犷、刺

激、真诚和能力五个维度，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品牌个性相关研究，得到了可靠性验证。本研究的

品牌个性量表将引用Aaker的研究成果。而在品牌个性的五个维度中，根据Aaker的研究成果，

精致是指有魅力的、好看的、自命不凡的、精致优雅的，粗犷则指粗犷的、强壮的、运动的、男子

气概的、积极的、西部风的。这两个维度的对比更为明显，更适用于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匹

配性研究，借鉴前人的实验方法（Wentzel，2009），本研究将用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品牌个性。

有大量研究将品牌个性作为品牌形象或品牌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探讨总体作用，而鲜

有研究考察员工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的影响。根据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关文献

梳理可知，尽管有关员工沟通行为和品牌个性各自对顾客品牌态度影响的研究成果在逐渐变

得丰富，但是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却甚少，也没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因此，本研究尝试补充这一领域的研究。

3. 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

员工在服务接触过程中是代表企业的营销人员，在顾客服务质量感知上，相比于外部因

素，如设施、环境等，顾客与一线员工的交流显得更有影响（Aguirre-Rodriguez，2013）。心理上

的语境一致性使个体能够进行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并且准确地识别外在刺激的意义及其在语

义上的知识结构（Schwarz和Clore，2003）。高度一致的刺激更容易被个体消化和理解，这使得

概念的传递更具流畅性和针对性（Lee和Labroo，2004；Reber等，2004）。员工行为与品牌个性相

一致，能够战略地联系起员工和顾客的品牌知识结构，这会增加与品牌相关的顾客体验

（Sirianni等，2013）。如果员工行为与品牌个性不一致，传递出的冲突信息会导致顾客对品牌理

解的困惑和整体上的信任缺乏。在一线员工与顾客的初次服务接触中，员工行为与品牌定位的

一致程度越高，对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越有正向作用。因此，充分利用员工行为来进行品牌资

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Sirianni等，2013）。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当员工的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时，顾客心理上的语境

一致性将使其更容易对品牌产生一致、统一的整体印象，这会提升与品牌相关的顾客体验，这

个过程有利于顾客对品牌产生更积极的态度。由此，本研究得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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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会正向影响顾客的品牌态度。

（二）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信息处理流畅性的影响

1. 信息处理流畅性

信息处理流畅性是指在处理客体信息的过程中，个体主观感知到的难易程度（Novemsky
等，2007；Shen等，2010），分成感知流畅性与概念流畅性两类（Reber等，2004；Lee和Labrro，
2004）。其中，感知流畅性代表个体根据关注目标的大小、形态、颜色等物理特征来辨认目标的

难易程度，而概念流畅性是指顾客处理和理解如品牌内涵等信息的难易程度（Sirianni等，

2013）。基于语义处理的扩散激活理论，个体根据语义类似性将各种概念构成一个语义网络，并

将其储备在记忆里。也就是说，每个概念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概念间的语义类似度

决定了节点之间的联结强度。一旦网络里的某个概念被激活，和它处于同一语义网络的其他概

念也将被激活，从而产生激活扩散现象（Collins和Loftus，1975）。节点间的联结强度越高，两个

概念的语义类似度就越高，激活也就越容易扩散（庞隽和毕圣，2015）。Lee（2002）在研究中指

出，概念流畅性的信息处理方式不同于感知流畅性，当客体展露时，个体的信息处理细致程度

不会影响感知流畅性，但会影响概念流畅性。Lanska等（2014）在研究中指出，目标刺激物的大

小、形态、颜色等物理特征会影响感知流畅性，对概念流畅性却不起作用。在顾客行为探索中，

Lee（2002）研究指出，脑海中易获取的品牌记忆能够在概念流畅性的帮助下快速进入考虑集。

Winkielman等（2013）在研究中指出，和感知流畅性的原理相近，概念流畅性同样会使个体产生

积极的态度。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概念流畅性能够促进顾客对相关品牌的整体评价，刺激目标

在记忆中处于激活状态时更容易被提取（Sirianni等，2013）。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总结可以发现，关于信息处理流畅性的研究主要关注感知流畅性，

而有关概念流畅性对个体判断或态度影响的研究较少。由于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之间的

关系是基于语义而非物理特征的，因此我们将关注员工与品牌的匹配性对概念流畅性的影响。

基于语义处理的扩散激活理论，本研究认为，在顾客与员工的互动中，员工的沟通行为会激活

顾客对品牌的个性印象以及与品牌个性印象在语义上相关、同处一个语义网络的一连串概念

和联想，这有助于顾客处理与品牌个性印象相匹配的员工行为信息，使他们体验到较高的信息

处理流畅性。此外，还有研究证明，语境的一致性可以提高概念流畅性（Lee和Labroo，2004）。当
刺激和情境相一致时，所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记住，当一线员工传递的信息与品牌个性

相匹配时，心理上的语境一致性使顾客能够进行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并且准确地识别外在刺激

的意义及在语义上的知识结构（Schwarz和Clore，2003）。高度一致的刺激更容易被个体消化和

理解，从而使得概念的传递更具流畅性和针对性（Lee和Labroo，2004；Sirianni等，2013）。由此

可以推断，员工的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会导致认知上的一致性，从而提高概念流畅性。

因此我们认为，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会正向影响顾客的信息处理流畅性。

2. 信息处理流畅性对品牌态度的影响

信息处理流畅性会正向影响个体对信息客体的评判（Winkielman等，2003；Lee和Labroo，
2004）。个体通常会在概念流畅的前提下给予品牌更积极的评价，即使是在单一的宣传条件下

（Lee和Labroo，2004）。Higgins（1998）研究指出，个体常常将这种积极情绪错误地归因于信息

处理对象，并将情绪当作和评判对象相关的信息输入，这是因为信息处理的流畅性对积极情绪

的作用往往是在个体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产生的。紧接着，个体会体验到由这种信息处理流畅性

所引发的积极情绪，从而对信息处理对象产生更强烈的偏好（Schwarz，2006）。当研究人员操纵

被试对积极情绪的归因，让被试以为愉快的情绪体验是由与判断对象没有任何联系的其他因

素（如气氛、音乐等）引起的时，信息处理流畅性对评判的影响就消失了（Winkielman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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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隽和毕圣，2015）。
在本研究中，当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时，顾客会感受到相对高的信息处理流畅

性并产生更积极的情绪。这时顾客往往会进行错误的归因，认为积极情绪是由品牌引发的，进

而对品牌产生好感。当员工的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时，概念流畅性会使顾客更容易理解

品牌内涵，从而对品牌产生积极的情感和态度（Sirianni等，2013）。因此，本研究认为，顾客处理

信息时的流畅性体验会对顾客的品牌态度产生正向作用。由此可以推断，信息处理流畅性会正

向影响顾客的品牌态度。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正向影响顾客的品牌态度。信息处理流畅性在员

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产品涉入度的调节作用

产品涉入代表顾客的兴趣、价值观和自身需求，会影响其购买行为，或者说产品涉入代表

顾客对产品的重视程度和个人感受。产品涉入度会影响品牌信息搜寻、信息处理过程、品牌态

度转变和购买决策等顾客行为的很多方面（Bloch和Richins，1983）。Zaichkowsky（1985）在研究

中指出，顾客对于不同涉入度的产品，态度差异非常明显。基于产品的重要性、关联性、顾客付

出努力的程度以及可能遇到的风险差别，产品涉入度可区分为高涉入度与低涉入度两类。

Hawkins（1998）在研究中提出，相比于涉入度低的产品来说，顾客在购买涉入度高的产品时，

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心思和精力去搜寻与品牌和产品直接相关的信息，这会影响顾客的信息处

理过程，转变顾客的品牌态度，影响顾客的购买决策行为。然而，如果选择购买的是低涉入度产

品，顾客的购买决策行为就简单了很多，顾客可能会冲动性购买，并且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

影响，比如卖场氛围、员工等因素都会影响顾客的购买决策行为。

Bloch和Richins（1983）在研究中指出，涉入度对顾客的购买行为有重要影响，其中包含信

息搜索行为和信息加工过程。而关于涉入度影响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究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Petty和Cacioppo，1986）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精细加工可

能性模型中，使用中枢路径处理信息的顾客会对问题进行细致周全的考虑，从而改变态度。而

使用边缘路径处理信息的顾客不会对问题信息进行详尽的处理，因此常会受到与目标有关的

启发式线索的直接刺激，从而改变态度（Petty和Cacioppo，1986）。Petty和Briñol（2010）在研究中

指出，顾客是选择中枢路径还是选择边缘路径对信息进行处理，取决于产品涉入度的高低。在

个体进行信息处理时，影响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顾客的涉入度：高涉入度顾客会有更加

积极的信息处理动机，会对信息进行细致的处理，并且更关注与产品核心属性相关的线索，进

而以此为根据对目标进行评判；相反，低涉入度顾客则会有消极的信息处理动机，倾向于直接

使用具有外围作用的线索对事物加以判断。

对于涉入度的测量，Zaichkowsky（1994）的PII量表充分考虑了人为因素、客观环境及消费

情景的差异性，运用形容词和语意差异法进行设计，被后来的学者广泛运用。因此，本研究的产

品涉入度测量也将引用Zaichkowsky的研究成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当产品涉入度高时，顾客会通过中枢路径，更关注与产品属性

相关的核心线索，这种情况下外围线索对其影响不大。而当产品涉入度低时，顾客则会通过边

缘路径，直接使用具有外围作用的线索，如员工这一线索，来对产品进行评判。在这种情况下，

顾客会更关注员工的行为，那么当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时，顾客的信息处理流畅性

就会提高，对品牌的态度也会更积极。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品牌态度的影响会受到产品涉入度的调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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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产品涉入度高的情况，当产品涉入度低时，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正向影响品

牌态度。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构建了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影响的理

论模型（参见图1）。

三、  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实验一

实验一的目的是验证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同时考

察信息处理流畅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1. 实验设计与被试

实验一采用2（员工沟通行为：精致或者粗犷）×2（品牌个性：精致或者粗犷）的组间因子设

计。我们邀请了120名暨南大学在校学生参加本实验。在剔除了没有按照实验说明完成实验的

17名被试后，有效样本为103人（Mage=23.56，51.5%为女性）。为了确保样本数量的有效性，我们

采用Faul等（2009）的G*Power3.1计算样本的统计检验力（power）。当效应量f为0.4，P最大为

0.05，样本量为103，实验组数量为4，协变量为1时，统计检验力为0.98，大于0.8，由此证实本实

验的样本数量具有统计可信度。因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并没有显著效应，后续的统计分

析未将其纳入考虑。通过预实验可知，Levi’s的品牌个性为粗犷，ZARA的品牌个性为精致。我

们通过设计不同的语言沟通行为和非语言沟通行为（举止体态、着装外形等）来操纵员工的沟

通行为。

2. 实验流程

被试进入实验室后被随机分配到四个实验组中的一组。实验采用的是情景模拟法，要求被

试仔细阅读材料，并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顾客。实验开始后，我们为被试描绘了一个有关顾客

和员工之间交流的角色扮演案例。具体步骤如下：

（1）操纵一线员工的沟通行为。在本实验中，一线员工沟通行为的启动是通过情景假设来

激发顾客对员工沟通行为的判断。具体描述情境如下：

a. 精致的员工沟通行为。广州近期降温，您准备买一件秋装。根据以往的经验、朋友的推荐

和网上搜寻的品牌信息，您准备入手一件ZARA/Levi’s的秋衣。一进店，一位身穿深色优雅西

装、面带迷人微笑的员工温柔地向您打招呼：“先生/女士，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

助您的吗？”该员工在耐心倾听完您的想法后，按照您的要求推荐了几个款式，并细心地帮助您

vs.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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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穿，最后您选择了其中一款比较符合心意的外套并表示感谢。员工温和地说：“很高兴为您服

务，您还需要其他任何帮助吗？”
b. 粗犷的员工沟通行为。广州近期降温，您准备买一件秋装。根据以往的经验、朋友的推荐

和网上搜寻的品牌信息，您准备入手一件ZARA/Levi’s的秋衣。一进店，一位身穿一套休闲牛

仔、长款马丁靴，体型很强壮的员工向您打招呼：“美女/帅哥，要买什么款式的衣服？”在您说完

要求后，该员工一只手拿着几个款式，建议您有兴趣可以试穿，最后您选择了其中一款比较符

合心意的外套并表示感谢。员工回答说：“不要客气，能为您做什么尽管开口。”
（2）在给予情境假设刺激后，要求被试依次对信息处理流畅性（α=0.89）和品牌态度

（α=0.86）做出评价。信息处理流畅性量表来自Sirianni等（2013）的研究，题项是“我很了解这个

品牌所代表的内涵”“我能很容易地辨别这个品牌对顾客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我能很容易地

描述这个品牌对顾客而言意味着什么”。品牌态度量表来自Mitchell和Olson（1981）的研究，题

项是“我对该品牌有好感”“该品牌能吸引我”以及“我对该品牌的感觉是积极的”。以上量表均

为7级量表，范围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7）。最后，被试要回答操纵检验的问题，其中包

括他们对ZARA/Levi’s的熟悉度，对员工行为是精致型（α=0.87）还是粗犷型（α=0.91）的认知，

以及对品牌是精致型（α=0.74）还是粗犷型（α=0.88）的认知（Aaker，1996）。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1）操纵检验。ZARA在品牌精致上的得分（ZARA精致=4.50）显著高于Levi’s（Levi’s精致=
3.65），t=6.656，P<0.001；ZARA在品牌粗犷上的得分（ZARA粗犷=3.31）显著低于Levi’s（Levi’s粗犷=
5.00），t=–13.68，P<0.001，说明对品牌个性的操纵是成功的。精致员工在品牌精致上的得分（精

致员工精致=4.91）显著高于粗犷员工（粗犷员工精致=3.49），t=11.043，P<0.001；精致员工在品牌粗

犷上的得分（精致员工粗犷=2.85）显著低于粗犷员工（粗犷员工粗犷=4.84），t=–15.02，P<0.001，说
明对员工行为的操纵也是成功的。

（2）假设检验。为检验H1，运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品牌个性和员工行为为自变量，熟悉程度为协变量，进行2（品牌个

性：精致vs.粗犷）×2（员工行为：精致vs.粗犷）的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熟悉程度的主效应

显著，F（1，102）=13.755，P<0.001；控制熟悉程度的影响，品牌个性主效应不显著，F（1，
102）=0.037，P>0.05；员工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F（1，102）=1.489，P>0.05；员工行为和品牌个性

的交互作用显著，F（1，102）=17.315，P<0.001（参见图2）。
因为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当品牌个性精致时（ZARA品牌），员工行

为精致（M=4.967）时的品牌态度要显著高于员工行为粗犷时的品牌态度（M=4.264），P<0.001；

表 1    组间方差分析

因变量：品牌态度得分
源 Ⅲ型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校正模型 17.627a 4 4.407 10.333 0.000
截距 77.028 1 77.028 180.607 0.000
熟悉度 5.866 1 5.866 13.755 0.000
品牌个性 0.016 1 0.016 0.037 0.848
员工行为 0.635 1 0.635 1.489 0.225
品牌个性×员工行为 7.385 1 7.35 17.315 0.000
误差 41.797 98 0.426
总计 2 256.111 103
校正的总计 59.424 102
　　a：R2=0.297（调整R2=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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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牌个性粗犷时（Levi’s品牌），员工行为精致（M=4.447）时的品牌态度要显著低于员工行为

粗犷时的品牌态度（M=4.835），P=0.035<0.05。因此，实验结果支持H1。
为了检验信息处理流畅性的中介效应，我们采用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进行回归分

析。首先，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品牌个性、员工行为、品牌个性×员工行为交互为自变量进行

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调整R2为0.174，模型显著，P<0.001，品牌个性×员工行为交互对品牌态度

的回归显著，系数为1.274，P<0.001。其次，以信息处理流畅性为因变量，品牌个性、员工行为、

品牌个性×员工行为交互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调整R2为0.189，模型显著，

P<0.001，品牌个性×员工行为交互对品牌态度的回归显著，系数为1.789，P<0.001。最后，以品

牌态度为因变量，品牌个性、员工行为、品牌个性×员工行为交互、信息处理流畅性为自变量进

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调整R2为0.373，模型显著，P<0.001，品牌个性×员工行为交互对品牌态

度的回归显著，系数为0.594，P<0.05，但显著性明显降低。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Bootstrapping（模型8）分析（重复抽取的样本数设置为5 000，置信度设置为95%）（Hayes，
2009）的结果进一步显示，信息处理流畅性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显著地偏离0（95%，SE=0.163
4，LLCI=.410 5，ULCI=1.060 1）。由此可见，信息处理流畅性在匹配性影响品牌态度的过程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得出，实验结果支持H2。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品牌态度 信息处理流畅性 品牌态度
β系数 显著性P值 β系数 显著性P值 β系数 显著性P值

品牌个性 –0.525 0.009 –0.775 0.003 –0.230 0.201
员工行为 –0.826 0.000 –0.699 0.007 –0.560 0.002
品牌个性×员工行为 1.274 0.000 1.789 0.000 0.594 0.028
信息处理流畅性 0.380 0.000
调整R2 0.174 0.189 0.373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5.00

4.80

4.60

ZARA Levi’s

4.40

4.20

 
注：模型中出现的协变量：熟悉度=3.11。

图 2    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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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一讨论

在实验一中，我们通过情景模拟的实验方法进行了检验，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H1和H2，接
下来我们将探讨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在何种情况下会对品牌态度产生最大的影

响。我们通过实验二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实验二

实验二的目的是验证产品涉入度在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品牌态度影响中

的调节作用。

1. 实验设计与被试

实验二采用2（员工行为：精致或者粗犷）×2（品牌个性：精致或者粗犷）×2（产品涉入度：高

或者低）的组间因子设计。我们邀请了240名暨南大学在校学生参加本实验，在剔除了没有按照

实验说明完成实验的23名被试后，有效样本为217人（Mage=23.35，56.4%为女性）。为了确保样本

数量的有效性，我们采用Faul等（2009）的G*Power 3.1计算样本的统计检验力。当效应量f为
0.4，P最大为0.05，样本量为217，实验组数量为8时，统计检验力为0.99，大于0.8，由此证实本实

验的样本数量具有统计可信度。我们设计了两个虚拟品牌奥尔笔记本电脑和宣蔻洗发水。通过

预实验可知，奥尔笔记本电脑代表高涉入度产品，而宣蔻洗发水代表低涉入度产品。我们通过

设计不同的语言沟通行为和非语言沟通行为（举止体态、着装外形等）来操纵员工的沟通行为。

2. 实验流程

被试进入实验室后被随机分配到八个实验组中的一组。实验采用的是情景模拟法，要求被

试仔细阅读材料，并把自己想象成是其中的顾客。实验开始后，为被试描绘了一个有关顾客和

员工之间交流的角色扮演案例。在给予情境假设刺激后，要求被试依次对信息处理流畅性

（α=0.857）和品牌态度（α=0.792）做出评价。信息处理流畅性量表来自Sirianni等（2013）的研究，

题项是“我很了解这个品牌所代表的内涵”“我能很容易地辨别这个品牌对顾客而言意味着什

么”以及“我能很容易地描述这个品牌对顾客而言意味着什么”。品牌态度量表来自Mitchell和
Olson（1981）的研究，题项是“我对该品牌有好感”“该品牌能吸引我”以及“我对该品牌的感觉

是积极的”。以上量表均为7级量表，范围从完全不同意（1）到完全同意（7）。最后，被试要回答操

纵检验的问题，其中包括他们对两个产品涉入度（α=0.908）高低的认知（Zaichkowsky，1994），
对员工行为是精致型（α=0.866）还是粗犷型（α=0.893）的认知，以及对品牌是精致型（α=0.881）
还是粗犷型（α=0.886）的认知（Aaker，1996）。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1）操纵检验。根据产品涉入度操纵检验可知，产品高低涉入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笔记本

电脑的得分（M高涉入=5.472）显著高于洗发水的得分（M低涉入=3.547），t=10.842，P<0.001，说明对产

品涉入度的操纵是成功的。根据品牌个性操纵检验可知，在精致维度上，精致品牌的得分（M精致=
4.837）显著高于粗犷品牌的得分（M粗犷=3.386），t=19.253，P<0.001；在粗犷维度上，精致品牌的

得分（M精致=3.398）显著低于粗犷品牌的得分（M粗犷=4.839），t=–18.638，P<0.001，说明对品牌个

性的操纵是成功的。根据员工行为操纵检验可知，在精致维度上，精致员工的得分（精致员工精致=
4.930）显著高于粗犷员工（粗犷员工精致=3.353），t=15.905，P<0.001；在粗犷维度上，精致员工的

得分（精致员工粗犷=3.121）显著低于粗犷员工（粗犷员工粗犷=4.794），t=–16.186，P<0.001，说明对

员工行为的操纵也是成功的。

（2）假设检验。实验采用2（产品涉入度：高vs.低）×2（员工行为：精致vs.粗犷）×2（品牌个性：

精致vs.粗犷）的被试间设计，品牌态度为因变量。

分析结果显示：产品涉入度的主效应不显著，F（1,219）=0.039，P>0.05；员工行为的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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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F（1,219）=1.139，P>0.05；品牌个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219）=0.005，P>0.05；产品涉入

度、员工行为、品牌个性的三重交互显著，F（1,219）=60.999，P<0.001（参见表3）。

因为三重交互显著，接下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在品牌个性精致的情境中，当产品涉入度

高时，匹配与否对顾客的品牌态度没有显著影响，M精致=4.233，M粗犷=4.5，F（1,219）=3.23，
P>0.05；当产品涉入度低时，匹配时的品牌态度（M精致=4.893）要显著高于不匹配时的品牌态度

（M粗犷=3.793），P<0.001。在品牌个性粗犷的情境中，当产品涉入度高时，匹配与否对消费者的

品牌态度没有显著影响，M精致=4.321，M粗犷=4.405，F（1,219）=0.31，P>0.05；当产品涉入度低时，

匹配时的品牌态度（M粗犷=4.893）要显著高于不匹配时的品牌态度（M精致=3.821），F（1,219）=27.09，
P<0.001。如图3和4所示。

按照Zhao等（2010）提出的中介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等（2007）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

析模型（模型11）进行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重复抽取的样本数设置为5 000，置信度设置为

表 3    主体间效应检验

因变量：品牌态度
源 Ⅲ型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校正模型 34.461a 7 4.923 15.281 0.000
截距 4 307.677 1 4 307.677 13 371.81 0.000
品牌个性 0.002 1 0.002 0.005 0.944
员工行为 0.367 1 0.367 1.139 0.287
产品涉入度 0.012 1 0.012 0.039 0.844
品牌个性×员工行为 14.008 1 14.008 43.479 0.000
品牌个性×产品涉入度 0.004 1 0.004 0.014 0.906
员工行为×产品涉入度 0.507 1 0.507 1.575 0.211
品牌个性×员工行为×产

19.652 1 19.652 60.999 0.000产品涉入度
误差 70.554 219 0.322
总计 4 408.111 227
校正的总计 105.015 226
　　a：R2=0.328（调整R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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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品牌个性精致的品牌态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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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信息处理流畅性的确中介着员工与品牌的匹配性和产品涉入度对品牌态度的交互影

响。进一步分析在不同产品涉入度下员工与品牌的匹配性对品牌态度影响中信息处理流畅性

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在低产品涉入度情况下，不管品牌个性是精致（SE=0.103 8，LLCI=
–0.525 8，ULCI=–0.121 3）还是粗犷（SE=0.091 6，LLCI=0.123 0，ULCI=0.488 0），信息处理流畅

性都显著；而在高产品涉入度情况下，不管品牌个性是精致（SE=0.041 9，LLCI=–0.027 3，
ULCI=0.140 9）还是粗犷（SE=0.042 2，LLCI=–0.070 6，ULCI=0.103 7），信息处理流畅性都不发

挥中介作用。

4. 实验二讨论

上述实验结果验证了H3，即产品涉入度在员工与品牌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中

起调节作用。在低产品涉入度情况下，员工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正向影响顾客的信息处理

流畅性，进而正向影响顾客的品牌态度；而在高产品涉入度情况下，员工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

配与否对信息处理流畅性影响不显著。

四、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并考察了信息

处理流畅性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产品涉入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一，员工沟通

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品牌态度存在交互影响，信息处理流畅性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当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时，顾客会体验到较高的信息处理流畅性以及

由此引发的积极情绪。顾客将这种积极情绪错误地归因于品牌，并对品牌产生好感。因此，当员

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时，在概念流畅性体验下，顾客更容易理解品牌内涵，从而对品

牌产生积极的态度。第二，产品涉入度在员工与品牌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中起调节

作用。当产品涉入度高时，顾客通过中枢路径，更关注与产品属性相关的核心线索，并以此为依

据对产品进行评判，在这种情况下外围线索对其影响不大。而当产品涉入度低时，顾客则会通

过边缘路径，直接使用具有外围作用的线索，如员工这一线索，并以此对产品进行评判。在这种

情况下，顾客会更关注员工的行为，因此当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时，顾客的信息处

理流畅性会提高，对品牌的态度也会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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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结果对于企业聘请、筛选、训练和激励一线员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

建议营销经理设计并指导企业的品牌服务，使之与品牌理念相匹配，如品牌宣传活动和公共关

系活动。其次，为了实现成功的品牌服务接触，品牌经理可以与人力资源部门紧密合作，聘请与

品牌个性特征相匹配的员工，并通过培训使他们将品牌价值内化，并且在与顾客互动的过程中

真正地做到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相匹配（比如，穿戴与品牌个性相匹配的服装以及使用与品牌

个性相匹配的短语和对白），这将有助于员工在每次服务接触中传达统一的品牌内涵。特别是

对于低涉入度产品而言，员工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尤其显著。最

后，企业可以使用角色扮演练习方法对员工进行品牌内化训练。此外，可以设置“神秘顾客”，定
期观察员工与顾客的互动行为。人力资源部门可以运用本研究结果来指导员工的个人成长，并

将其应用到招聘、培训和绩效管理等实践工作中。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尝试用实证的方法从服务接触角度去探究一线员工的沟通行为与

品牌构建之间的关系，具体探讨的是一线员工沟通行为与品牌个性的匹配性如何影响顾客的

品牌态度。这不仅丰富了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而且能够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帮助企业形成

一套能够提高顾客品牌态度的工具。其次，在营销领域的现有文献中，关于信息处理流畅性的

研究主要关注感知流畅性，而鲜有研究探讨概念流畅性对产品判断或态度的影响。因此，本研

究关注员工与品牌之间的匹配性对概念流畅性的影响，补充了营销领域有关概念流畅性的实

证研究。最后，以往关于产品涉入度的研究并没有探讨低涉入度产品应该如何利用员工行为来

影响顾客的品牌态度，本研究对营销人员如何利用服务接触去提升顾客对品牌的积极态度，尤

其是对于企业对低涉入度产品的品牌定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然而，虽然本文的实验设计能够单独考察员工与品牌的匹配性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但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实验结果是否适用于B2B情境和特定的服务。员工与品牌的匹配性在

B2B情境下的影响作用可能会更强，因为在B2B情境下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员工之间的日常来

往会比一线服务员工与顾客的互动有更大的影响作用（Bendapudi和Leone，2002），未来的研究

可以继续探讨B2B情境下员工与品牌匹配性的影响。另外，探讨如何消除员工与品牌不匹配导

致的负面影响对于企业更有指导价值和借鉴意义，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对其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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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ngruence between Employe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Brand Personality on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s

Ye Shenghong,  Wu Guobin,  Hao Shu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Corporate brands encourage marketing staff to give symbolic significance to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refore, marketing staff devote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o their own brand image
construction through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However, some brand touches do not conform to
usual practice of brand positioning strategy, for example, services contact between frontline staff and
consumers, and existing literature lacks related empirical study.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he  congruence  between  employe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brand
personality on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s, and tests the mediated role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flu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abov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duct involv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above.
Experiment one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mploye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brand
personality affects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s and information-processing fluen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ed role. Experiment two further confirms that with lower product involvement, the congruence
between employe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brand personal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s.  The  conclusions  enrich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mploye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brand construction in services touch,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mployee
train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ers’ brand attitudes.

Key words:  employee communication behavior;  brand personality;  information-processing
fluency;  product involvement;  brand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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